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朱汉民　 　 鲁晓聪

　　摘　要：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

旨趣。 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

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 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

《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 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

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

标准。 《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

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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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湖春秋解》作为杨简注解《春秋》之作，自明

人抄入《永乐大典》后，罕见流传，无论是《内阁藏书

目录》还是《四库提要》皆未著录，以至于今人多以

为该书已佚①，直至董平将其从重庆图书馆抄出并

点校出版②，方流传渐广。 《慈湖春秋解》的长期遗

失以及重新面世未久，导致鲜有人关注杨简的《春
秋》学。 管见所及，仅黄觉弘对杨简《慈湖春秋解》
展开初步研究，黄氏不仅从文献学的角度证实了该

书的可靠性与价值，而且指出其与陆九渊《大学春

秋讲义》之异同［１－２］ 。 然而，黄觉弘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文本和著述体例，对经义的解读和具体事例的

分析略显单薄，难以彰显杨简《春秋》学的特色以及

他在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意义。
综观《慈湖春秋解》，虽然存在杨简个人浓厚的

心学印记，但无论是他对《春秋》 “明道之书”的定

位，还是对尊王大义的阐发，皆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宋

代《春秋》学的特色及时代精神，而杨简“以心释《春

秋》”的方式则正是继承了中唐以来“新《春秋》学”
舍传求经之学风，从而创通经义，直求圣人之心。 要

言之，杨简《慈湖春秋解》作为心学一派《春秋》经解

的代表之作，展现出鲜明的宋学旨趣，在宋代《春
秋》学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一、王命至上与宋学的尊王共识

《春秋》作为一部与政治存在天然联系的经典，
历代学者皆希望寻求其中大义，进而裨益于现实政

治。 纵使诸儒对《春秋》大义的解读不尽相同，但其

中的尊王之义却是他们的共识。 可以说自《春秋》
成书起，历代诸儒便对其中的尊王大义众说纷纭，而
《春秋》三传中无疑已较早地展现出尊王大义，尤以

《公羊》《穀梁》为甚。
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

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 。《公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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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曷为序乎诸侯之上？ 先王命也。” ［３］ 依名

例，称“王人”者乃天子下士，身份地位卑微，不应与

诸侯匹敌，然将微者“王人”置于诸侯之前，并非王

人自身尊贵，而是因其有王命在身。 《穀梁》亦表达

此意，甚至更直截了当地彰显了王人因王命而贵，
云：“王人之先诸侯，何也？ 贵王命也。 朝服虽敝，
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

侯。” ［４］即使以叙事为主的《左传》，字里行间同样

透露着尊王之义。 如葵丘之盟，周襄王派宰孔赐齐

桓公胙肉，并允许齐桓公可以不行跪拜之礼，然齐桓

公依旧下阶跪拜，并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

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 ［５］ 《左传》记载此事，正是

对齐桓公尊王行为的肯定，表达的是对尊王之义的

推崇。 汉唐诸儒虽对《春秋》中的尊王大义亦有阐

发，但多不出三传之范围，鲜有发挥和拓展。
及至赵宋王朝，由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

需求以及士人家国意识的高涨，《春秋》成为宋儒取

法的对象，他们不但借此来论证强化中央集权的合

理性，而且极力发挥其中的尊王大义，无论是在书

名、篇名的甄选，还是篇章的排布上，处处显示了宋

人的尊王精神。 如孙复以《春秋尊王发微》为自己

解经著作的书名，刘朔在《春秋比事》中把与周天子

相关的记载前置等。 同时，宋人对尊王大义的推崇

更多体现在对具体经文的诠释中，并主要可分为

“臣子尊君”和“夷狄尊夏”两个方面。 无论是首揭

尊王大旗的孙复，还是之后的刘敞、孙觉、程颐和胡

安国等，皆纷纷阐发尊王大义，且多为三传未发之内

容，“尊王”渐成为宋代《春秋》学的主流，学人莫不

“以尊王为先” ［６］ 。 深究其因，宋代自立国以来便

积极吸取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并采取一

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 与此同时，宋代始终面临

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建炎以来，宋廷更是在少数民

族政权的逼迫下逃离中原、偏居一隅。 宋儒在内忧

外患的时代背景下纷纷选择从儒家经典中寻求“臣
子尊君”“夷狄尊夏”的理论依据，并希冀有朝一日

得以恢复早已崩乱的伦理纲常。 要言之，宋儒对尊

王大义的推崇体现的不仅是宋代《春秋》学的显著

特点，亦是宋学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之一。
杨简作为南宋名儒，虽常以心立说，但对尊王大

义十分认可，并如其他宋儒那样借《春秋》来发挥尊

王之义，他的《慈湖春秋解》中字里行间皆充满了对

尊王这一通义的推崇。 在杨简看来，听命于王是尊

王的基础。 他极力宣扬“王命至上”的思想，无论是

诸侯、大夫还是夷狄，皆应以王命为准，具体表现在

两方面：其一，诸侯国君必因王命而立；其二，征讨诛

伐须闻王命而行。
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依古制，不

同身份地位之人逝世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天子曰

“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 宋公和身为诸

侯，然其死缘何称“卒”不称“薨”？ 三传皆无所述。
杜注曰：“称卒者，略外以别内也。” ［７］ 何注言：“不
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 圣人之为文辞

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 ［８］３９杜

预、何休二人皆以内外之别来解释书“卒”不书“薨”
的问题。 “内”指鲁国，“外”指其他诸侯国，虽鲁与

其他封国皆为诸侯，但若其他诸侯国君去世同以

“薨”相称，便无法体现出鲁国在《春秋》中的独特地

位，故徐彦疏云：“鲁得尊名，不与外诸侯同文，即是

尊鲁为王之义。” ［８］３９赵匡同样表达此意，云：“《春
秋》记诸侯卒，易代也，不曰薨，异内外也。” ［９］ 然

而，反观杨简则毫无异内外之意，而是将其指向尊王

的方向，他认为：
　 　 今宋公薨而书卒，非赴者之辞也，圣笔削之

而书卒也。 诸侯强肆，继世不请命于王朝，圣人

特书卒，明其未王命，非诸侯也。［１０］１０１２

宋公和即是宋穆公，言其“未王命”乃因他继承

其兄宋宣公的君位之时未上禀于王便擅自即位，故
而杨简认为穆公不具备继位合法性。 显然，杨简把

问题焦点从“异内外”引向了继位合法性上，而其最

终能否成为诸侯国君则赖于有王命与否，即无论是

嫡长子继承还是让位于他人，皆需上禀王朝，由王命

册封。 杨简“未王命，非诸侯”的思想充分表达了王

命至上的尊王意旨，同时，亦可看出他对《春秋》的

诠释已然不囿于三传。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孙复、刘
敞还是程颐皆未提及此意，唯胡安国宣称：“周室东

迁，诸侯放恣，专享其国，而上不请命，圣人奉天讨以

正王法，则有贬黜之刑矣。 因其告丧，特书曰卒，不
与其为诸侯也。” ［１１］２１可见，杨简在解读《春秋》之

义时一定程度上受到胡安国的影响，正如他本人对

胡安国的评价：“胡氏能言《春秋》之义之名，未言夫

《春秋》之义之实。” ［１０］１１２７表达了自己对胡安国在

“义之名”上的贡献的肯定与认可。
不唯宋国，杨简在“卫人立晋”一事上同样表达

了“君必因王命而立”的主张。 公子晋乃卫国公子，
然何故不称“公子”？ 杨简认为：“书卫人，虽明其国

人皆欲立晋，晋为而不请命于王，晋亦有无王之罪，
故不书公子。” ［１０］１０１４－１０１５可见，杨简把公子晋贬称

名的原因归为“不请命于王”。 胡安国亦认为绝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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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子” 之称乃因 “未有为诸侯而不受之于王

也” ［１１］２６。 反观《公羊》《穀梁》则围绕“正”与“贤”
来讨论国君继位的合法性，并未将王命置于较高位

置，同样，《公羊》 《穀梁》亦未将贬称公子晋之名与

“无王之罪”联系起来。 在杨简看来，有无王者的任

命才是评判国君继位合法性的依据，无论国君是以

何种方式继位，皆需请命于王，唯有王者认可才可真

正成为诸侯国君。
杨简不但认为诸侯国君之立废需请命于王，而

且主张征伐诛讨之事亦要闻王命而行。 庄公十年，
“齐师灭谭”，杨简宣称：“谭罪不至于灭，矧非王命

灭之国，大恶也。” ［１０］１０７２灭国之举已然是恶行，未
奉王命灭他人之国更甚，是为大恶。 此外，杨简认

为，在奉王命征伐时还存在特殊情况，其一是王命非

王本心，其二是诸侯非诚心奉王命，两种情况反映在

《春秋》中便是不书王命。 如隐公十年，“翚帅师会

齐人、郑人伐宋”，若依《左传》“郑人以王命来告，伐
宋”的记载，此次三国会伐乃是闻命而行，然缘何未

书王命，杨简直言：“孔子知非王本心。 若书王命，
则齐、鲁、郑之罪不明。” ［１０］１０２６因诸侯非诚心奉王

命而不书王命的情况则见于庄公二十八年，“齐人

伐卫”，杨简说：“按《左氏传》：二十七年冬，‘王使召

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二十八

年春，齐师伐卫。 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

还。 然 而 不 书 王 命 者， 以 齐 非 诚 于 奉 王 命 者

也。” ［１０］１０９３可见齐侯对王命的阳奉阴违。 反之，在
杨简看来，若诸侯能奉王命征讨则会受到褒扬。 杨

简在“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一条中解释道：“《穀
梁》曰：‘礼：有受命，无来锡命。’其说为允。 诸侯继

世入见则有锡，岁时来朝则有锡，能奉王命征讨献功

则有锡。” ［１０］１１２６所谓“锡”，即赏赐之义，其中奉王

命征讨献功是三种可以得到锡命情况中的一种，与
诸侯继世入见、岁时来朝不同，征讨献功必须得王命

才可出征。 征讨献功缘何异于其他二者？ 李隆献指

出：“诸侯国乃由天子分封，只有周天子能行诛讨，
故‘专地’ ‘专封’ 已失 ‘尊王’ 之义， 何况 ‘ 专

灭’？” ［１２］可见，征讨献功需悉听王命直指尊王之

义。 杨简强调王命对将兵出征的重要意义也正反映

了他对王权的重视，其背后所彰显的亦是尊王的时

代精神，而重视君王对兵甲的绝对控制权亦基本成

为两宋士人的共识。 如胡安国宣称的“兵权不可假

于下”，萧楚强调的“统制归天王，深戒威福移于下”
等，实则皆是对王权的维护，杨简只不过是以“王命

至上”的说法来间接表达此意。

杨简对王命的推崇无疑彰显且强化了《春秋》
中的尊王大义，而这亦是两宋《春秋》学的主流思

想。 如果说北宋时，诸儒还未将《春秋》中的各种事

宜与王命相联系，但至两宋之交的胡安国已有此种

趋势，处于南宋中期的杨简则进一步强化了王命至

上的思想，而这也正反映了南宋王朝的实际政治需

要。 于内而言，南宋权臣频出，秦桧去杨简未远，韩
侂胄、史弥远更是曾与杨简同朝为官，他目睹了此等

权臣把持朝政，导致王命不如相命，朝堂之上纷纷以

相为尊。 杨简于《慈湖春秋解》中高扬王命至上，很
大程度上是他对权臣把持朝政的政治格局有感而

发。 于外而言，南渡以来，赵宋王朝与金划江而治，
中原已然易主，民族矛盾尤为尖锐，夷狄不但不从王

命，甚至屡犯赵宋边境，宋人急需王者之师以复中

原。 可见，面临这样的内忧外患，杨简高扬王命至上

皆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量。 然而，若王命与儒家

伦理道德相冲突时该当如何？ 杨简显然在《慈湖春

秋解》中讨论不足，有待进一步从他的其他著述中

挖掘。

二、明“道”之书与宋学的
“崇道”意识

　 　 杨简对尊王大义的推崇无疑是《春秋》宋学中

的一条通义，同时可以说展现出他“外王”的一面。
但在如何实现尊王这一问题上，杨简则聚焦于“内
圣”的路径，他认为尊王之关键在于不同身份阶层

之人各行其“道”。 具而言之，一方面君主需明王

道，另一方面臣子百姓要明臣道。 在杨简看来，《春
秋》一书众“道”具备，并多次感慨：“呜呼，真明道之

书也！”毋庸讳言，将《春秋》与“道”并举并非杨简首

创，但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宋儒的“崇道”意识。
自孔子笔削《春秋》起，“《春秋》以载道”几乎

成为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的共识。 无论是两汉时

期以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家，还是魏晋、
隋唐时期以杜预为代表、极力表彰《左传》之人，皆
肯定《春秋》与“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中唐以降，
学风陡变，以啖助、赵匡和陆淳为代表的“新《春秋》
学”虽然主张“舍传求经”，但并不否认《春秋》与

“道”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他们通过“舍传求经”而
创发新义的根本意旨便在于摆脱传注之弊，从而直

求本经所载之“道”。
宋人治《春秋》多沿袭中唐啖助、赵匡以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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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学”的学风，主张“舍传求经，不惑传注”。 同

时，宋儒亦对《春秋》与“道”之间的联系有所论述，
并持肯定态度。 如孙复常以“不道”“失道”形容《春
秋》中自己不赞许之事。 刘敞直言：“《春秋》之义，
王道也。” ［１３］孙觉认为：“《春秋》，假鲁史以载王道

者也。” ［１４］不唯专治《春秋》之人视《春秋》为载道

之书，理学家们亦多持此观点。 如宋初三先生之一

的石介以“制”与“道” 说明《周礼》 《春秋》 之别，
“《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 ［１５］ 。 理学开山周

敦颐宣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

王者而修也。” ［１６］程颐同样表示：“圣人之道……至

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而

已。 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 ［１７］即

使标榜心学的陆九渊亦认为“道已湮没，《春秋》所
以作” ［１８］ 。 诚然，上述诸人对《春秋》所载之“道”
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无一不认为《春秋》载道，
蕴含圣人之大义。

杨简接续陆九渊，同样认为《春秋》与“道”之间

具有紧密联系，且与前人相较，杨简更喜用“道”言

《春秋》。 若量化《慈湖春秋解》来看，杨简在十万余

字的篇幅中反复使用“道”字高达七百余处，约是

“心”的使用次数的三倍。 此外，杨简直言：“孔子因

鲁史以明道。” ［１０］１００４他不但指出孔子明道之依据，
同时点明《春秋》成书之目的：“于二百四十二年扰

扰颠倒错乱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当，所
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皆
所以明彰大道。” ［１９］１８４４可见，在杨简看来，《春秋》
一书所载之事皆是为了彰显其中蕴含的大道。 值得

注意的是，杨简虽然承认《春秋》蕴含大道，但并不

意味着他偏向“《春秋》是经”的观点，反而采取一种

较为模糊的态度，认为《春秋》 “或因或作”，由于杨

简并未有过多文字正面回应《春秋》的经史问题，且
非本文重点，兹不引申。

杨简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在书中多次申明

此意：“名宰，《春秋》所以明道也。” ［１０］１００６“今圣人

笔特书，明道也。” ［１０］１０１６ “圣人于春秋昏迷纷乱中

发明本心之善，所以明道也。” ［１０］１０３６可以说杨简把

“明道”视为贯穿《春秋》之要义。 杨简如此强调《春
秋》明道的作用，那么在他看来，《春秋》之“道”是什

么？ 通观《慈湖春秋解》，他对“道”的论述不胜枚

举，如“忠信，道也”“尊王，道也” “礼，道也”等。 杨

简将《春秋》中种种符合儒家伦理的行为或价值原

则皆归属于“道”，且“道”无所不在。 他对“道”之

内容的描述看似涵盖面极广，蕴含颇深，很难从中厘

清“道”之具体含义，但实则正反映了杨简所论之

“道”的特点。 杨简认为，“道”具有同一性，不唯《春
秋》之道如此，六经之道皆同。 他在《春秋解序》中

阐明：“某敬惟《易》《诗》《书》《礼》《乐》《春秋》，一
也。 天下无二道，六经安得有二旨？” ［１９］１８４４ 《诗解

序》中又重申：“《易》 《诗》 《书》 《礼》 《乐》 《春秋》，
其文 则 六， 其 道 则 一， 故 曰 ‘ 吾 道 一 以 贯

之’。” ［１９］１８４５杨简认为天下之“道”皆同，且“道”无
所不在，六经只是“道”的载体，故而《春秋》中的各

种儒家伦理道德亦只是“道”的某一方面。 可以说，
杨简重视的“道”虽然表现“万殊”，但实则为“一”。
《慈湖春秋解》中无论是“忠信” “尊王”还是“礼”
等，皆只是“道”之一面，是“道”的呈现。 正如杨简

所说：“信者，道之心；礼者，道之节。 故曰《春秋》
者，明道之书也。 礼、信乃道之异名。” ［１０］１１９８若将

此“道”延伸至《杨氏易传》便是“乾坤一道”，延伸

至《慈湖诗传》便是“三百篇一旨”。
杨简不但揭示了“道”的同一性，而且指出了

《春秋》“明道”的特点。 杨简认为，《春秋》秉持“是
非善恶不相掩”的原则来明道，一件事若是全善则

褒，全恶则贬，善恶是非掺杂则有褒有贬。 即是说，
《春秋》直书善恶，不存在“讳其文”的情况。 如僖公

九年，葵丘之盟，杨简云：“宋公方卒，而其子襄公遽

出会诸侯，大逆无道之甚！ 宰周公、齐桓与之会，其
罪惟均。 《公羊》曰：‘不书葬，为襄公讳。’大害道！
《春秋》明道，不以是掩非。” ［１０］１１１７《公羊》认为，不
书“葬”是为宋襄公避讳，然而杨简则认为《公羊》此
论乃是害道之举。 他宣称，《春秋》作为明道之书，
不会因为某人具有贤行而掩盖其恶举。 反之，若一

个人有善举亦不会因为他曾经作恶多端而掩盖他的

善举。 如成公十八年，“公薨于路寝”，杨简说：“成
公所为失道者多矣，《春秋》不以非掩是。” ［１０］１２２６古

时，国君死于路寝，意味着其至死仍在勤于国事，可
以说是对明君的称赞，但成公一生所行恶事良多，
《春秋》却依旧书“路寝”，充分说明《春秋》“不以非

掩是”的特点。
杨简不但认为《春秋》明道具有“是非不相掩”

的特点，更是将这一特点贯彻到自己的解经过程中，
他对《春秋》 “始隐”问题的解读便集中体现了这一

特点。 毋庸讳言，《春秋》为何始于鲁隐公，该问题

历来聚讼不已，思考争论方向无外乎以鲁隐公或周

王二者为中心。
其中以鲁隐公为中心来思考该问题的学者，大

多围绕隐公、桓公之善恶来讨论，且一般认为隐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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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为贤，桓公弑君为恶，《春秋》 “始隐”正是为了褒

隐公、贬桓公。 然而杨简不以为然，他认为《春秋》
“始隐”意在表达鲁隐公为《春秋》 “无道之始”，钟
巫之祸乃是咎由自取。

　 　 不朝于京师，公之无道也；不奔平王之丧，
而武氏求赙，公之无道也；纵翚之恶，会宋、陈、
蔡、卫伐郑，以成诸侯之乱，公之无道也；无王命

而伐邾，入祊，伐宋，取郜，取防，又入许，皆公之

无道也。 羽父请杀桓公而不亟正典刑，昏懦至

是，亦公之无道也。 鲁桓、羽父之恶，无俟乎辨，
而公之善恶杂，则不可不明辨。 数之无道如右，
则钟巫之祸，乃公自取。 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
由之则安，失之则危，而况于屡失之？ 彼不明

者， 或 疑 鲁 隐 之 祸， 故 《 春 秋 》 明 之 首 之

欤！［１０］１００３－１００４

杨简列举了鲁隐公的种种“无道”之行径，强调

鲁隐之祸乃是咎由自取。 然而，杨简虽然认为鲁隐

公作恶多端，却同样不否认其善举。
　 　 隐，私谥，非道也。 侯而称公，亦非道也。
直书，其道自明。 何始乎隐？ 春秋之乱，有君如

隐，亦谓贤矣。 五霸齐桓为盛，而杀其弟子纠以

争国。 鲍叔称贤，而告鲁史杀子纠。 郑共叔将

袭郑，宋殇公从卫州吁之请，以公子冯在郑而伐

郑，曲沃伐翼，郑厉篡昭。 此类比比，而鲁隐乃

以桓，殊可敬已，而不免于钟巫之祸，《春秋》于

是乎明道。［１０］１００３

在春秋乱世中，兄弟自相残杀之事比比皆是，鲁
隐公不但保其弟桓公周全，甚至将让位于桓公，这一

举动无疑是贤行。 显然，隐公虽然无道之举甚多，但
同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正所谓“善恶杂”。 杨简正

是秉持“是非善恶不相掩”的原则，将隐公之善恶皆

列于首以明辨。 可以说，杨简虽然整体上对隐公不

予肯定，但同样不掩盖其“是”的一面。 反观其他大

肆褒扬隐公让国之举的宋儒，闭口不谈其恶行，即使

与杨简同样对隐公不予肯定的王皙，仅是通过“隐
让桓”之事表达隐公并非贤君的观点，并未将隐公

贤良的一面向世人展示。 由此可见，《春秋》 “是非

善恶不相掩”之原则深得杨简之心。
杨简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可谓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宋学崇道的追求。 唐、五代以来，佛教兴盛，许
多士大夫在佛家那里寻求身心安顿，严重冲击了儒

学的地位。 宋人急需在儒家经典中寻求安身立命之

方以对抗佛老之学。 无论是“宋初三先生”还是二

程、张载、朱熹，他们无不致力于复兴儒家之道，即使

他们对“道”之解读不同，但不可否认，“道”成为两

宋士大夫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 宋儒无论是高扬

“道统论”，还是主张以“道胜”不以“文胜”，实则皆

旨在求道，而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正是他们

赖以求道的思想资源。 他们不但确信经典中蕴含儒

家之道，而且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来彰显此道，从
而为儒学创造出一套新的学术思想体系。 杨简对

《春秋》“明道之书”的定位可以说正是宋儒崇道意

识的体现。 他肯定《春秋》中存在大道，并致力于发

掘彰显其中的大道，而其独特的解经方式成为他寻

求《春秋》之“道”时不可或缺的条件。

三、以心释《春秋》与宋学
“创通经义”之精神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彰显了宋人的崇道意识，
而其“以心释《春秋》”的方式更是颇具《春秋》宋学

“创通经义”之精神。 中唐以降，以啖助、赵匡和陆

淳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认为，两汉以来，诸儒

解《春秋》多宗《左氏》 《公》 《穀》三传中的某一家，
各守其家法，《春秋》渐成为三传之专门研究。 然

而，在啖、赵诸人看来，三传之说辞仅代表传家理解

中的《春秋》，纵使三家所述有可取之处，却无法完

全确凿地反映《春秋》本来之义。 故而他们主张“舍
传求经”，希冀研治《春秋》之人舍弃“三传”的立场，
从而可以“不惑传注，直求本经”。

宋儒治《春秋》可谓皆沿袭啖、赵一派之学风，
如皮锡瑞所言：“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
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

大变。 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２０］ 无论是孙

复、程颐还是胡安国等，皆对《春秋》三传有所取舍，
刘敞的《春秋权衡》更是专论三传之得失，可见，中
唐以来的《春秋》学风对宋人影响深远。 杨简亦不

例外，他在《慈湖春秋解》中不但对三传有所评判取

舍，而且对前人的注说辨诬析疑，同时，他对三传和

前人注说中的谬误亦有驳正之言。 如在对祭仲行权

的判断上，杨简云：“《公羊》思不及此，遂以祭仲为

知权。 呜呼，《公羊》亦篡夺之徒已！ 《左氏》所书，
当得之外史。” ［１０］１０４７文公六年，“晋杀其大夫阳处

父”一条，杨简指出《左氏》《穀梁》之失：“《左氏》著
阳处父之侵官，是轻贾季之罪也，大失义。 《穀梁》
罪襄公之漏言，是又减贾季乱逆之罪也，亦失大

义。” ［１０］１１３７与此同时，杨简亦有称引赞许三传之

处，如他说：“《左氏》惟得其事。” ［１０］１０５０“《公羊》之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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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亦未可非。” ［１０］１２９７可见，杨简对前人注说皆有

自己的评判。
杨简对前人注说辨诬析疑时，对中唐之后的学

者尤为关注。 《慈湖春秋解》中杨简称引唐朝之前

学人之观点的仅见董仲舒、杜预二人，中唐以后的学

人则涉及颇多，如啖助、陆淳、孙复和程颐等，其中对

胡安国的征引更是高达二十余条。 如隐公三年，
“武氏子来求赙”，杨简认为：“胡康侯谓不称使者，
当未丧之君也。” ［１０］１０１１在文公元年商臣弑君之事

的评价上，杨简宣称：“胡氏能言《春秋》之义之名，
未言夫《春秋》之义之实。” ［１０］１１２７杨简对中唐及本

朝《春秋》学者之言论的是非取舍，说明其充分吸收

中唐以来《春秋》学的成果，并深受他们尤其是胡安

国的影响。 诚然，杨简无论是对三传的评判，还是对

前人诸说的取舍，皆出于自己对《春秋》之旨的理

解，而他通过“舍传求经”寻求《春秋》之旨的过程恰

反映了《春秋》宋学“创通经义”的精神，即是说宋人

直求的经义很大程度上是结合时代需求、基于自身

理解的经义，而非《春秋》之通义。 但正因如此，不
但反映了诸如“尊王”等宋学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

间接促进了宋代《春秋》学的繁荣。
杨简在“创通经义”时多以“心”立说，展现了

“以心释《春秋》”的诠释特色。 他在《慈湖春秋解》
中多将《春秋》中是非善恶之事归结为心之原因，并
由此阐发自己的心学思想。 如他在分析鲁、郑二国

私自交易土地之时说：“孔子举而书之，而天下是非

之心自明矣。 盖人心自灵，人心自明。 私欲如尘，本
心如鉴。 孔子以一二语出其本有之光明，夫熟而昭

然。” ［１０］１０２３同时，杨简更是直言：“《春秋》据实而

书，而人心之是非，纤巨毕著。” ［１０］１０６３诚然，杨简以

心解《春秋》别具一格，但同样有取于前人。
胡安国称《春秋》为“史外传心之要典” ［１１］１，并

宣称：“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虽越宇宙若

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 ［１１］２可

见，胡安国不仅承认人心的同一性，而且突出了

“我”在解读《春秋》时的主体作用，这无疑是自我意

识的彰显。 胡安国这种“权度在我”的理念虽然是

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同样招致非议，如朱熹说：“胡
文定义理得当，然此样处多是臆说。” ［２１］ 四库馆臣

亦认为胡安国有“牵合时事、动乖经义” ［２２］ 之嫌。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胡安国提出的“史外传心”之

“心”与“权度在我”的“人心”并不等价。 “史外传

心”乃是传“圣人之心”，即孔子之笔削别裁，蕴含于

《春秋》中的大义，亦如啖助所称孔子“虽因旧史，酌

以圣心”之“圣心”。 故而，学人所批评的仅是胡安

国借由“人心”提出的臆说，而非否认史外所传之

“圣心”。 同时，可以说正因胡安国“史外传心”的提

出，间接促进了南宋《春秋》学向心性方向的发展，
诚如赵伯雄所言：“胡安国之所以要给《春秋》以‘传
心要典’这样的定位，一是想借这种理论解决用书

法、义理解经时遇到的种种难题，二是为了与时代思

潮相适应，引导《春秋》学向心性一路发展。” ［２３］

胡安国之后，在《春秋》学向心性方向发展时可

以说产生了两种趋势，其一是接续程颐一派以“理”
说《春秋》，其二则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以“心”说

《春秋》。 两种《春秋》诠释路径的不同也正反映了

理学在南宋发展中出现的内部分化问题，胡安国则

代表了两宋之交“理”与“心”混杂的思想特点。 “胡
安国在哲学本体论上，既提出以心为体，又提出以理

为体，反映了两宋之交理学内部尚未分化的特点。
直到南宋淳熙年以后，理学阵营内部才分化出以理

为本的考亭学派和以心为本的象山学派。” ［２４］上述

分化落实在《春秋》的具体诠释中，便是以“理”说

《春秋》 者认为 《春秋》 之义体现的正是天理，以

“心”说《春秋》者则认为《春秋》之是非褒贬源自人

心。 陆九渊在《大学春秋讲义》中所言“义之所在，
非由外铄，根诸人心，达之天下” ［２５］ ，正体现了以

“心”说《春秋》的要义。 然而，在陆九渊为数不多的

《春秋》论说中，仅见此一处略具心学色彩，其余诸

条经解所阐发的皆是《春秋》学史上的习闻常谈，并
未反映出自身的心学特色。 反观杨简，则可以说将

“心”贯穿于他对《春秋》的注解之中。
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

于北杏”。 一般认为，北杏之会是齐桓公称霸之始，
《春秋》 缘何只书齐桓公爵位，而其余诸国皆称

“人”？ 杨简云：
　 　 《穀梁》 曰：“是齐侯、宋公也。 其曰人何

也？ 桓非受命之伯也。 举人，众之辞也。”明其

众服之也。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楚子在

焉，宋公在焉，而书人，亦众辞也。 《左氏》曰：
“会于北杏，以平宋乱。”然则书人者，圣人与之

乎？ 圣人无我，何与何夺……人之所与，即天之

所与，即孔子之所与。 其争入齐，人心不与，
《春秋》不与。 其取子纠杀之，人心不与，天亦

不与，《春秋》亦不与。［１０］１０７５

杨简认同《穀梁》所说的“众服之辞”，并对《春
秋》独于齐桓称爵进行评判。 他认为诸国称“人”不
称爵是齐桓公服众的表现，《春秋》对齐桓公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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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的态度。 同时，杨简指出《春秋》对某人、某
事的或与或夺取决于“人心”，针对齐桓公而言便是

赞许他的北杏之盟，因“春秋之时，上无明王，下无

方伯，有齐桓者出焉，知尊周修政，以匡诸侯，以休息

斯民，人心归焉” ［１０］１０７５，而桓公入齐、要求鲁国杀

子纠之事则是“人心”所不与，故《春秋》亦斥责之。
可见，在杨简看来，“人心”成为评判是非的标准，
《春秋》由褒贬是非所体现的大义亦出自“人心”。
反观《公羊》于此无说。 胡安国则借此大力阐发夷

夏之辨。 陆九渊则宣称：“《春秋》北杏之会，独于齐

桓公称爵。 盖当时倡私义者，惟桓公、管仲二人。
《春秋》于诸国称人，责之也。” ［２６］４０４他认为诸国称

“人”是贬责，不但与杨简相左，而且并未彰显自身

学术特色。 由此可以管窥，较胡安国、陆九渊而言，
杨简在诠释《春秋》时，将“以心解经”贯彻得更为

彻底。
深究其因，可以说胡、陆二人的思想中均掺杂着

“理”的成分。 无论是在两宋之交理学内部尚未出

现分化时期的胡安国所主张的“心与理一”，还是在

理学内部已然出现分化并以心为本的陆九渊所坚持

的“心即理”的思想，皆未摆脱“理”的约束。 杨简则

抛却“理”，尤其是“天理”，进一步突出“心”的重要

性，并且他不把“理”与“心”等同，而是将“心”与

“道”并举。 进而言之，杨简所谓“道”即是胡安国所

认为的史外所传之“圣心”，皆指向《春秋》中所蕴含

的大义。 此外，杨简在《慈湖春秋解》中多次宣称：
“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可见，杨简在诠释《春秋》时
一定程度上将人心、道和道心三者等同，可以说《春
秋》之“道”同样具足于“人心”之中，故他并未如其

他宋儒那般特意区分人心、道心，而是多将二者混

用。 杨简对人心、道心二者差异的淡化亦说明在他

的思想中只此一个“心”，不但无“理”，而且众“道”
皆备。 正如蔡方鹿所言：“杨简将‘心’的地位推向

了极致，认为此心范围天地，发育万物，并把心与道

联系起来，使道亦具有主体即本体的意义。” ［２７］ 这

正是杨简对陆九渊的超越，反映在具体的《春秋》诠
释中，便是杨简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在《慈湖

春秋解》中鲜有言及“理”字，更是未见一处“天理”。
反观陆九渊则偶有“《春秋》大概是存此理” ［２６］４０５

之言说，胡安国甚至在《春秋传》序中直言“人欲肆

而天理灭” ［１９］２。 由此观之，杨简充分践行了以

“心”说《春秋》的解经方式，同时体现的正是宋人敢

于跳脱传注、“创通经义”的精神。

结　 语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作为心学一派鲜有的全

经注解《春秋》之作，不但具有明显的个人心学烙

印，亦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宋学旨趣。 “尊王”作为

《春秋》大义之一，在两宋特殊的国情和政治环境下

得到空前强化，两宋士人争相阐发，杨简亦不例外。
他力倡“王命至上”，并着重从君位继承和征讨诛伐

两方面来说明王命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说明他对君

主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展现出他“外王”的一

面。 但在如何实现“尊王”这一问题上，他则聚焦于

“内圣”的路径。 杨简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将
儒家种种伦理道德皆视为道之一面，揭示了道的同

一性，故而《春秋》中已然具足尊王之道，人们只需

发掘体悟其中之道即可。
如果说杨简给予《春秋》明“道”之书的定位，所

反映的正是宋学的崇道意识，那么他在挖掘《春秋》
之“道”时采取的“以心释《春秋》”的方式，体现的

则是宋学“创通经义”的精神。 虽然以心来释说《春
秋》大义并非杨简首创，但他无疑是贯彻得较为彻

底的那一个。 无论是胡安国还是陆九渊，二人在论

说《春秋》时皆未摆脱“理”的约束，反观杨简则对

“理”只字不言，而是句句皆谈“心”。 杨简对《春

秋》的心学化诠释不但是对《春秋》经解方式的完

善，亦是对宋学“创通经义”的治经态度的践行。 概

言之，杨简《慈湖春秋解》展现出来的宋学旨趣不但

是对《春秋》宋学研究的补充，亦是对其自身经学思

想的丰富。

注释

①如侯外庐等在《宋明理学史》中说：“杨简所著经传，现存只有《杨
氏易传》二十卷和《慈湖诗传》二十卷。 《宋史·艺文志》所录《春秋

解》十卷已佚，《慈湖遗书》中尚存《春秋解序》一篇。”侯外庐等主

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②《慈湖春秋解》现收录

于《杨简全集》第 ４ 册，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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